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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系统理论刍议
*

祁昊天**

内容提要 基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视角,可以在理解和

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础上,实现学理层面对国家安全总体性和

安全领域多维、多元、多尺度集成的阐释与把握。国家安全学的学理

建构需要兼顾宏观体系化与微观精细化的要求,国家安全理论和学

科探讨的复杂系统转向已具备从自发向自觉、从零散向体系的基础

和条件。推动国家安全学科的系统化学理探索也拥有跨学科系统路

径研究的对标、参照和借鉴可能。从复杂自适应系统的角度理解国

家安全,有助于在充分承认不同领域特性和细化其关联方式的基础

上实现局部与整体安全的动态平衡,并避免必要干预的缺失与追求

绝对安全这两种极端。必要干预是在开放系统中降低安全环境失序

风险的前提,也是避免机械论与还原论对国家安全总体性产生破坏

的基础。强调效率与适应性的平衡,避免控制与安全的绝对化,则是

统筹国家安全、尊重其涌现特征并加强总体韧性的保障。
 

关键词 国家安全学 总体国家安全观 国家安全理论 复

杂自适应系统 复杂性理论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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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从学理角度

理解国家安全出现的新特点和新趋势。在全球视野下,政治、经济、技术、意识

形态、自然因素等因素的互动和相互影响愈加复杂化,维护安全和秩序成为与

经济发展同样重要的迫切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引领,
国家安全工作在领导体制、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和能力建设等方面

取得显著成效。国家安全学的设立因应这一大趋势,是两个大局的必然要求。
总体国家安全观与其他国家超越传统安全的政策主张或学术观点存在共性,
即强调多领域和新领域,而不局限于传统的军事、外交、情报等狭义安全范畴。
同时,总体国家安全观又有其特殊性,对于总体性的强调使其内涵迭代能力更

强,更为强调跨域集成与融合。
在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推动下,国家安全的学理研究在近年积累了大

量成果,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在学理与政策的平衡、总体性的内生逻辑、
领域分类及关联等方面,均亟需更为全面、自洽和具有创新性的学理建设工

作。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与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要求下,这一工作既要体现

传统学科与知识体系的交叉性,更要凸显新时代理解国家安全的总体、综合、
集成、融合和复合特征。① 安全的内涵既有丰富性、多维性和可迭代性,又蕴含

着主客观结合、内外关联、领域兼顾等属性,要求突破狭隘、孤立、不平衡的目

标追求。②

随着全球化动力的改变、科技变迁的影响、地缘政治与经济的动荡与演

化,以及不同意识形态的交织互动,在世界某个区域或安全领域出现的挑战与

冲击都可能发生扩散,在动态互动的网络中形成共振。国家安全各领域的底

层因素愈加复杂,是社会科学与政策研究必须面对的挑战。在这种条件下,如
将国家安全理解或管理为相对独立的封闭系统,其体系与进程所要面临的失

序与失控风险也会增大,本质上是一种熵增现象。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等重

大自然和地缘事件的冲击及其次生影响似乎印证了这一点。与此相对,在认

识和实践角度的学理探究与政策介入亦可使国家安全成为更加开放的系统,
增加系统内外的物质与能量交换,如表现为安全治理、风险管控和多安全领域

协调。这种系统的开放性能够对冲失序的必然性,抵消或避免熵增的挑战,为
国家安全乃至全球安全注入稳定和秩序。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及其持续的

学理阐释便是为国家安全这一系统提供开放性的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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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关键是总体。”①国家安全作为学科其基本属性同样是

总体性的,这便自然指向整体性和系统性,而非不同安全领域的简单罗列与叠

加。作为整体系统的局部、组成部分或复杂系统科学研究所谓的“组元”(com-
ponent),无论是安全领域还是影响因素,都无法通过机械加总而实现总体系

统属性。这是由日益复杂的安全领域联动、因素交织和行为体互动所决定的,
也是国家安全学成为独立一级学科的理论底色。

总体性的要求可以将安全的综合、复合与集成特征置于复杂系统的认识

框架下进行阐释。社会科学研究与政策响应可相应地加强对不可预测性与不

确定性的探求和应对。② 不同于现有一些安全学诠释体系的还原论基础,将整

体切割为基本组元,也不同于极端强调整体而忽略组元的整体论,本文希望基

于复杂系统视角弥合这两种路径,从个体及整体的关联性出发探讨作为复杂

系统的国家安全。

一、
  

机械还原论与系统转向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新安全格局的建立与国家安全学的设立,使国家

安全的内涵与外延分别向深度和广度得以扩展,已形成具有全面性和融合性

的思想与实践指导。③ 对新安全格局的强调具有重要的时代性、普遍性和必要

性。世界政治与安全场景的互动主体越来越多元,互动越来越深入,安全领域

之间的联动越来越复杂,加之全球化动力改变、科技变迁、地缘政治与经济动

荡、全球意识形态结构与趋势不稳定等诸多因素,使得在学理上需要一种能够

融合传统各单一领域的安全理论体系,在政治和政策响应上需要一种能够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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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各领域的模式。
大安全的思考与应对具有普遍性与普适性,是国家安全动力与需求发展

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例如,冷战时期美国对“国家安全”概念的建构,政策

和机构层面的调整以及学理研究,将军事、外交、经济、产业、社会和文化等不

同领域统筹在国家大战略的框架之下,①日本与北欧国家在20世纪下半叶对

“综合性”安全的理解与实践等等,都意味着狭义安全不再是现当代国家思考

和处理国家安全事务的最优框架。
在当今国际、国内不同安全场景下,某个特定时间、空间或议题领域出现

的不稳定、挑战与复杂情况都更有可能发生扩散,生成大范围、动态的影响网

络,增大全球体系的不稳定风险。如将不同安全领域视为封闭环境,不利于应

对这种熵增挑战。面对局部挑战需要从整体着眼,通过对领域、资源和行动主

体的集成,实现安全管理与治理的目标。
将安全提升至国家战略和全球治理的高度,并不必然意味着狭义、负面的

“安全化”倾向,但也需处理好安全的边界与度。“安全化”的基本观点认为,当
某一个主体面临“生存威胁”时,政府所采取包括非常手段在内的应对措施便

拥有更大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这一涉及不同公共议题“安全化”的过程便可能

导致过度政治化与政府公权力滥用的风险。② 而安全化后的议题则可能成为

维护这一权力扩张的威胁基础。若过度安全化成为公共治理标签,则权力的

约束机制确可能受到侵蚀。“安全化”理论的担忧有其合理性,需避免过度安

全化,但对于安全化的过度焦虑与排斥则可能忽视不同场域、层次和主体在安

全议题上的平衡关系,忽视不同安全主体的需求差异。这样便更加不利于安

全治理的总体统筹。
与此同时,由于政府与社会在资源动员与调配方面各有优势,需对具体安

全领域的权责与分工加以细化,避免“沦为泛化的安全话语,无法成为治理内

容”。③ 21世纪的全球化演进和挑战、新技术变迁的冲击与影响以及多元行为

体的复杂互动,诸多因素共同推动了安全挑战与治理的总体化、复合化和融合

化趋势。
国家安全学的学理搭建仍处在起步阶段,目前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局面,这对推进国家安全研究具有积极作用。与此同时,现有诠释体系也存

在逻辑性、体系性和自洽性良莠不齐的情况。在政策层面,十多个安全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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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定兼顾了逻辑与政治、体制、政策关切的选择,体现了交叉性,具有政策指导

意义。而学理探讨则不能停留在罗列领域,需对总体性进行深入阐述,对融

合、整合、复合的特征进行体系化探讨,这样才能完成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搭
建学理体系的使命。目前,不同诠释和理论建构方案在传统与非传统、旧与新

安全环境的差异方面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共识,且较多为从领域角度入手的学

理和学科底层架构诠释探讨。但在具体的领域划分与领域间关系方面存在诸

多差异。
第一个差异在于领域分类。不同诠释方案的分类基础并无本质差异,绝

大多数都基本遵照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进行划分及拓展。虽有个别诠释方

案进行了较大幅度调整,如依照现有学科领域并对每个领域附加安全相关研

究及实践探索,其内核依然是既有共识所指向的多领域划分方式。但在应纳

入哪些具体领域方面,则存在思路上的差异。领域分类可以表现为以下四种:
首先,一种领域划分方式从国家安全自身的边界与内涵着手。这类观点

分为强调纵向历史观与横向边界观。历史观路径强调安全与国家共同发展过

程中的相生关系。① 边界观重点在于国家安全与其他安全的关系,如全球安

全、国际安全、公共安全。② 不同的分类方式既体现了不同学者的思考,也反映

了学科差异的自然偏重。这种界定方式为思考国家安全的内涵与边界铺垫了

必要基础,但并未充分解释边界属性的内在逻辑。
其次,强调超越国家安全自身的边界进行定义。如将自然领域与社会领

域加以区别,将国内情势与国外环境进行区分。③ 在此基础上,安全领域的拓

展弹性得到近乎无限的延伸,但同时也模糊了“国家安全”本身的界限。这种

分类基础的背后还存在一些关于学科发展更具颠覆性建议,如将国家安全作

为学科门类进行建设而非仅仅停留在学科层面。这种泛安全化的趋向固然强

化了“安全”的重要性,却可能同时降低安全作为政策和学理框架的指导性、指
向性与可操作性。④ 如此过于泛泛的安全化,实则可能与总体国家安全观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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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安全要求相抵触。①

再次,分类基础与国际惯常使用的传统—非传统安全分类没有本质差别,

将以国家为行为及目标主体的安全领域,如政治、经济、军事等列为传统安全,

将其他以社会、人员以及新政策和技术领域列为非传统安全。②

最后,分类方式对安全领域本身进行模糊化处理,用大安全概念,为安全

的覆盖范围给予最大自由度。③ 这种分类是与政策基本阐述最为接近的,但从

学理扩展角度而言,操作性较低。例如,一种方式是在允许安全领域灵活度的

前提下从环境、关系和功能三个层面对不同领域进行在归类,但是不同类别中

的基本要素只是对政策层面领域划定的复述。

以上分类方式具有一个共通点,便是在安全主体、安全场景和安全实现方

式等问题上可将划分体系与维度进一步清晰区分。这一细化工作是下一步深

入学理探索的前提。

第二个主要差异是对于不同领域间关系的理解方式。由于对于第一个问

题的处理方案各有特点,在处理领域关系时,各种诠释方案同样存在不同侧

重。一种观点认为,在领域中存在主次之分,如存在核心安全领域、重点领域

以及潜在可列入安全范畴的领域;④另一种观点认为,现有主要安全领域之间

不存在明确的主次之分,而是相互联系、不断变化,甚至相互影响、渗透与转

化。⑤ 对于新领域的看法,有些观点进行了模糊处理,另一些则着重强调安全向

非传统、非政府相关领域进行扩展。由于在领域分类问题上的处理尚在初级阶

段,在领域关系问题上,目前的学理阐释也仍有很大的优化空间。所有方案均呼

应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的“统筹”,将其列为最为重要的方法,但是如何进行学

理和政策呈现,重点难点问题如何定位,多数方案尚停留在原则宣示阶段。

总体而言,既有的学理诠释已做出多方尝试,取得颇丰成果,但挑战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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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安全化陷阱”及其跨越》,《国际展望》2022年第2期,第19—35页。

毛欣娟:《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中的几个基本问题:基于中国知网的相关数据分析》,《北
京警察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第114—116页。

杨华锋:《论国家安全学科建设与发展的若干问题》,第1—6页;王秉:《安全哲理与通俗的对话:关
于通俗表达安全科学原理的思考》,《安全》2021年第6期,第1—8页;孔锋等:《国家安全学:从理解核心概

念到设计发展路径》,第14—26页。
冯维江、张宇燕:《新时代国家安全学:思想渊源、实践基础和理论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

第4期,第154—155页。
杨华锋:《论国家安全学科建设与发展的若干问题》,第1—6页;刘跃进:《论“国家安全学”的门类地

位与“情报学”一级学科问题》,《情报杂志》2020年第39卷第10期,第1—5页;叶剑、周琳媛:《略论国家安

全学学科建设的三个逻辑》,《法制与社会》2019年第7期,第202—203页。



显著。主要问题在于部分现有方案在本体论层面多呈现较强的机械论(me-
chanicalism)和还原论(reductionism)特征。机械论体现在安全领域类属、划
分层面,现有方案较多聚焦于对不同安全领域进行排列、组合,对其内在联系

的探讨多停留在分类工作本身,传统分类并非不能回答部分的领域类别特征

问题,但却很难在学科的统筹高度对不同领域给予清晰定位。

还原论的体现则是多数诠释倾向于将国家安全分解为独立个体领域,将
国家安全视为领域“拼盘”,缺乏融合、集成与复合的整体论视角,缺乏对子领

域交叉并延展之后可能形成的融合、迭代、异化与同化进行探索,实则忽略总

体性的要求。对于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而言,机械论与还原论视角使学理建构

缺乏对总体安全领域、议题与政策演进过程的把握能力,缺乏从演化视角进行

认识和研究方法建构的指导。

针对这方面的缺陷,已有研究做出了突破,在安全性质、安全预期与安全

管理方面拓展了进一步思考与讨论的空间。在安全性质方面,安全长期被普

遍假定为一种状态,包括主观与客观维度。总体国家安全由于其所牵扯的复

杂互动,除了状态属性之外,还可被视为一种过程。在安全预期方面,越来越

多的研究都在强调广义安全、大安全格局对于应对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的必要

性,这些观点的内核都在不同程度上指向熵增与失序的可控性。在这两个方

向上,目前学术界从研究对象与领域界定、领域间关系和发展趋势等方面提出

了诠释方案,而这些方案在不同程度上都指向了系统视角的学理建构,超越了

机械观与还原论。① 具体而言,这些讨论包括几种类型:
第一,强调横向连接性。② 这种观点突出了安全视角与传统学科领域相比

所具有的综合性、开放性和联动性,但是尚未给出具体关联方式。

第二,强调纵向联通性。③ 这种观点强调大安全格局的形成并非单纯政府

高层意志和顶层设计的实现,而是由上而下各层面的共同事业。

第三,强调整体性与个体性的统一。④ 一方面,这种统一性体现在新安全

格局视阈下的安全主体,既强调自上而下为主的治理效能,也强调自下而上为

主的安全价值;另一方面,安全的研究存在学科之间的整体性与个体性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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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传统学科边界内的研究与认知,但更是超越并整合长期以来科研分工传

统下的各个独立王国。

第四,强调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整体性。① 这种意见强调国家安全

整体性中的动态、开放、相对、共同和统筹属性。
这种系统转向对突破机械观、还原论的影响至关重要。国家安全学科的

学理建构可继续推动从自发向自觉的复杂系统转向,对于国家安全的总体性

所必然要求的非机械和非还原逻辑进一步深挖。对于新安全格局所强调的融

合性、对传统学科接合部真空的填补、对多安全领域统筹来说,复杂系统视角

提供了一种方案。②
 

二、
 

国家安全的系统本体论

国家安全学对安全的总体性、领域的统筹性、学科的复合性具有很高要

求,需要探索跨学科、融学科甚至超学科的路径。从科学哲学与学科本体论的

层面来看,基于总体安全或“大安全”思想的安全体系具有多重来源,如哲学、
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经济学、管理学和政治学等,不同学理诠释体系偏重

于不一样的源头。③ 考虑到安全主体的多元性,安全领域的多样性,主体间和

领域间交叉互动的复杂性,系统论的原理有助于“从国家总体安全的动态特征

出发,从多尺度、多角度、多过程、多因素研究自然和人文方面构成的国家安全

系统,建立国家总体安全目标体系,协同认识国家安全系统的要素”。④ 从本体

论的角度来看,系统论视角是对总体国家安全观关于总体性的有效回应。
复杂性问题是指整体由大量相对简单且相互作用的组元构成,组元之间

的互动具有高复杂程度,无法通过简单线性的方式处理变量间关系。⑤ 从部分

或组元的状态、行为或运动中,难以预测整体的状态、行为或运动,即组元到整体

的过程是涌现性(emergent)的,不能用系统组元本身的特征及其之间简单线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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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系统论基础上,另有系统之系统(system
 

of
 

system,SoS)的观点,一种翻译将其称为“体系”。由

于系统之系统所强调的很多观点与大型复杂系统多有重叠,本文并不认为需要在学理内涵相通的基础上对

概念进行叠床架屋,因而对此并不十分认同,仍以系统的概念体系进行分析。当然,这并不等于本文否认或

不同意系统之系统观点中的要义,相反,其主要观点在本文的阐述中是认同的。
孔锋等:《国家安全学:从理解核心概念到设计发展路径》,第14—26页。
同上书,第20页。
Francis

 

Euegene
 

Yates,
 

“Complexity
 

and
 

the
 

Limits
 

to
 

Knowledge,”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
ology,

 

Vol.4,
 

No.3,
 

1978,
 

pp.R201-R204.



相互作用来解释。涌现论的基本观点认为如果组元缺乏某种性质,当它们被以

某种方式组织在一起时,新的质变是可能出现的。虽然涌现论在自然科学界依

然存在一定争论,但该路径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复杂社会系统演化的有益视角,并
较好地解决了前述外在结构和内在认知解释路径所存在的问题。① 大型互动系

统会不断达到自组织临界状态(self-organized
 

criticality),在这个状态下,微小

的事件或扰动便可能引发重大连锁反应。这种系统始终不会达到平衡,而是

从一个亚稳态(metastable
 

state)演化至下一个亚稳态。② 这在包括安全相关

的诸多议题研究中被反复证实。
复杂性科学的重要方向之一是通过打破既有学科藩篱与观念束缚,理解

不同学科主要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方式,寻找不同系统之间的共通之处,实现

传统学科边界的交叉与融合,该视角针对自牛顿以降的传统线性和还原论思

维提供了替代路径。而安全学学科的设立也必然要求传统学科的交叉、集成

与融合。中国的研究路径基本与世界同步,并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理

论与方法体系,但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相对滞后。钱学森所倡导的系统工

程与“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框架为中国的系统科学体系、复杂性研究奠定了

基础。③
 

复杂系统宏观结构的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是一种涌现效应,其性质

大于个体性质的总和,受到微观扰动的影响。正如美国复杂理论和非线性科

学先驱约翰·霍兰德(John
 

Holland)强调的那样,“整个系统的行为不能通过

加总各组元的行为来获得”。④ 涌现是复杂系统运行机制的内在固有属性。宏

观结构与微观状态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又不能还原至微观层面。因此,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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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认为,复杂性视角所反对的是绝对的还原论,却并不否认微观层面所具有的

生成性。这在某些方面协调了整体论与还原论,对于社会科学的研究至关

重要。
许多复杂系统具有自适应性,它们对环境做出反应,并以某种方式改变自

身行为,以便保护或优化其功能,或使自身能够“生存”,即继续作为有组织的

系统而存在。复杂自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CAS)处在秩序与失

序之间,完全失去活性的系统可以在微小的扰动下更具活力,过于动荡的系统

也可以通过组织性的加强而更加有序,复杂自适应系统通过学习与演化可以

在混沌边缘稳定存在。
混沌与非线性并非语义层面所暗示的随机、不可知与失控。恰恰相反,在

合适的干预和介入下,如对自然科学而言是数学和计算能力,对社会科学而言

还包括政策设计与执行,系统的动态稳定是可以达到的。复杂自适应系统并

非由偶然性、随机性和无序性构成的世界。正如国家安全在总体安全视角下

通过学科建设与政策规划,对纷繁且可能存在矛盾的不同领域进行统筹与交

叉,使安全的管理与治理更加可控。
需要注意的是,复杂性不应与中文语境下的另一种复杂或繁复(compli-

cated)相混淆。相比于简单系统,复杂系统具有较多的组成单元,繁复系统同

样如此。但复杂与繁复系统的差别在于,后者可以表现为相对简单的线性过

程,前者则是非线性的,后者不是自适应和涌现的,前者则具有这些特征,其过

程无法被完全预测。以军事安全为例,若装备电路为简单系统,大型装备便可

能是繁复系统,重大国防工程表现为复杂系统,国防体系更进一步表现为复杂

自适应系统。
复杂系统的概念与视角在社会科学领域相对较新,但在哲学与自然科学

领域发展已久并得到广泛使用。复杂性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生物系统演化

和运行的启发,并在流行病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社会

科学如经济结构、金融风险、社会行为、政治投票等领域也有突出的理论与实

践拓展。
作为复杂系统,安全环境是互动(interactive)和自适应(adaptive)的,国家

和其他行为体有能力在复杂的双边和多边关系中单独和集体应对关系和结构

面临的新挑战。当这种平衡被打破时,国家和其他行为体能够寻求自组织对

行为模式进行调整,恢复过去的平衡状态或获得有利于自身的状态变化。正

如在任何复杂系统中一样,这些行为体必须适应变化以做到在新环境中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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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同时,过去的状态并不会消失于新环境,而是内嵌的涌现过程。①

安全能力的建设同样如此。如复杂自适应系统的客观影响和主动指导在

美国军事力量的生成与变迁中非常关键,无论是组织、装备、条令还是军事计

划的制定、执行与评估。这种影响和体现在战略、战役和战术层面皆有体现。
美国前任国防部长马蒂斯在作为联合部队司令部(United

 

States
 

Joint
 

Forces
 

Command,
 

USJFCOM)司令时,曾表示联合部队司令部在训练、理论发展和教

育中不会再使用与基于效果作战(EBO)、作战网络评估(ONA)和系统之系统

路径(SoSA)有关的术语及概念,他谈道:“混乱使战争成为复杂自适应性系统,
而不是一个封闭或基于平衡的系统,这使得预测进而评估物理行动如何导致

行为改变成为一项重大挑战。”②

作为国家安全研究的天然关联学科,政治学、国际关系对于复杂性科学、
系统理论的引入非常重视。复杂性理论正式整合入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的研

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但是,系统视角应用在实践指导早已有之。③ 近十

年通过复杂性方法来解释全球政治的努力显著增加。复杂系统理论突出了系

统的非线性、自适应、共演化(co-evolution)、网络化和涌现性。这些概念越来

越多地被国际关系及相关学科应用于各种观察对象,包括全球治理、国际公共

政策、国际安全研究、政治经济学与环境治理。虽然复杂性科学方法的应用仍

然相对有限,但复杂理论的概念、视角与框架为更好地了解和平、暴力、合作、
系统不稳定和有效决策等问题提供了新的可能。

其中一类研究对政治学、国际关系的路径进行宏观反思和批判,并提

出关于新路径的构想。这类研究对诸如结构、能动者、稳定性与改变等概

念的内涵进行探讨,对于根源于牛顿物理的现当代国际关系研究进行革新

尝试。机械论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制约了人们对国际政治本质的理解,因而

这些研究试图为国际关系理论带来某种“复杂性转向”,包括范式差异、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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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自适应系统特征、结构性现实主义对系统的忽视、国际政治中改变发生

的机制、历史机制主义与牛顿范式的不相协调、合作出现的条件、不同政体

的特征以及全球背景下国际治理挑战的互联互通性等。① 此外,“复杂性”
视角也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建构主义的拓展,包括采用非线性动力学(nonlinear

 

dynamics)研究国际规范,将复杂性理论应用于国家认同和民族主义研究,以
及通过复杂系统路径将国家本身重构为涌现现象,从不同系统对抗的角度来

审视当前全球政治动荡等。②

从批判理论的谱系出发,对于复杂系统的态度是双重的。部分人认为系

统论与批判理论天然契合度高,如福柯式(Foucaudian)方法与复杂系统概念在

关于批判“危机”问题上的一致性,又如人与环境的关系、基于自生长概念的安

全与金融共塑关系(co-constitution)等。③ 不过,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批判理论

与体系论之间存在不协调的地方,例如,“韧性”(resilience)概念作为应对危机

时的转型与自适应基础已与非批判理论合流,变为强调预测与控制。④ 总体而

言,他们在挑战机械论、还原论和线性论方面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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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宏观范式、理论讨论基础上,部分论述从系统角度对世界政治的大秩序

进行了再刻画。这些观点认为全球体系本身便是复杂自适应系统,分别探讨

了如聚合(assemblage)理论与复杂性理论的关系、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与热

动力学耗散结构及复杂系统论的相似和差异、批判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与
复杂性理论在解释国际体系涌现方面的关系等内容。在这些研究中,具体如

社会秩序、世界大国、全球性机制、改变的机制、世界政府以及韧性与持续性等

问题均从复杂演化的路径得到阐释。①

此外,国际安全领域的研究大范围地应用了系统思维。自20世纪80年

代,关于冲突与战争、军事组织、恐怖主义等国际安全研究便开始借鉴控制论

(cybernetics)与混沌理论(chaos
 

theory),二者是当代复杂性理论的基础,直至

最近十年这两个切入点依然在被使用。此外,关于冲突管控与维和的研究也

逐渐接受了复杂系统视角。这部分研究在愈加侧重本地因素的可持续维和研

究中开始发挥学理与政策贡献,其目的是将和平的维持与重建塑造为更加具

有适应性的过程。②

在更广泛的公共政策与治理议题中,系统思维同样被认为具有较为普适

的角色。这方面研究长期重视秩序、管理与预测,但是随着实践领域行为体互

动和议题领域交织的双重复杂程度不断上升,复杂自适应系统对于非线性政

策过程、动态互动(dynamic
 

interaction)与涌现政策结果的重视成为政策优化

和相关学理探讨的重要支撑。在灾后响应、难民救助、气候变化、公共卫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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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等领域,无论是社会运动、政策干预、还是评估优化,都有复杂系统路径的

应用。①

其中,环境与资源治理是被特别关注的领域。由于气候变化、生态破坏与

退化、资源紧缺等问题与物理、自然环境紧密相关,与通过生态、生物学研究而

崛起的复杂系统路径具有高契合度。但是,除了自然系统外,这些领域的治理

更呈现为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复杂互动网络。诸如环境、资源领域的包容性治

理(inclusive
 

governance)、领域关联性、相关国际法体系等,都基于复杂自适应

系统视角得到更为深入的探讨。②

与政治学、国际关系传统所强调的内容不同,在世界观、行为体类别、行为

目的、互动过程和政策意涵等方面,系统路径都要求关注更具动态、连续和不

确定性的概念体系。社会化系统的固有特征是产生复杂性,而社会化的能动

者,无论是蜜蜂、人类还是未来的人工智能(AI),都深陷于相互联系的网络当

中,在适应过程中,能动者通过联系相互影响。在学理基础概念方面,强调总

体和统筹性的国家安全系统理论体系则会有别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等传统学

科。如行为主体表现为复杂网络中的能动者甚至网络本身;能力基础不仅仅

是权力或权威而是韧性与适应性;行动目标不单为安全和利益,而是风险应

对;互动与政策过程不再线性可还原而是非线性和涌现性的;因果判断同样不

再强调线性而是侧重共演化特征;国家能力不仅仅是综合国力,更是融合国

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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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的学理体系是由多维度、多层次安全领域相互联系与作用所构

成的有机整体,需超越机械观和还原论。这一要求与中国传统战略思想中关

于综合要素谋算的强调虽无承接性但有相似性,与克劳塞维茨以降西方军事

战略学对不确定性与不可预测性的认知亦有关联,与钱学森“开放复杂巨系

统”的要求更是存在学理上的谱系关系。① 这些不同的思想体系均强调以联

系、复杂的思维从总体性出发,否定割裂看待组成部分或组元,同时避免因强

调整体而忽略局部。
在复杂系统中,从组元到整体的过程正是涌现的表现,个体安全领域或子

领域的组合并不能直接构成“大安全”,后者是前者交叉、融合演化的新产物。
钱学森在对科学体系结构的论述中,阐发了由哲学而基础科学,进而技术科

学、工程技术的系统层次划分,对于理解新安全格局下由领域划分至体系建构

具有启发性。② 国家安全的体系运行机制高度复杂,维度高,变量多,不同领

域、领域接合部的变数更多。根据钱学森的系统工程理论,社会实践活动的复

杂程度与其对于顶层科学设计的需求程度是正相关的。这也正是总体国家安

全观的前瞻与必要性所在。
单纯研究系统局部,如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包含领域,并不能使人们有效了

解大安全的整体性质,把握新安全格局的统筹推进。还原路径无法处理从单

个领域向总体安全过渡的演进,因为这样的涌现过程存在突出的非线性特征。
复杂系统的例子包括大脑、多细胞生物、社会性的昆虫群落、生态系统、经济和

人类社会等。总体国家安全观本体论核心的总体性体现了复杂系统的定位。
复杂系统中的联系与变化,能够加速和加强复杂性,二者之间存在正反馈

作用。这样的结果是能动者的互动及其结果变得高度非线性。安全场景由于

其所包含领域、时空域、影响因素之复杂,属于典型的复杂社会化系统。认识

这一系统,可以从复杂性的结构与过程两个维度展开。

三、
 

国家安全的系统认识论与方法论

统筹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认识方向和实现方法,正如高水平安全与

高质量发展的统筹,不同安全维度和领域间的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统

筹等。而统筹的要求同样指向复杂系统视角的诠释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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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安全的认识方向是多元、多维的,从哲学、法学、政治学、常识、政策、
习俗等各个角度皆可给出定义。但无论如何界定,安全的共通点是保持一种

不受侵害、免于恐惧、有保障感的状态。这一状态同时存在客观条件与主观认

知两个维度。① 由主、客观安全与否所构成的不同组合状态,在不同领域场景

下存在的程度和质量差异。
如将安全视为不受威胁的客观条件,那么,通过物质力量或地位应可对安

全予以保障,免受“实际”危险。但由于安全是对危险、焦虑、匮乏与恐惧等状

态的否定,安全(与否)在很大程度是主观心理感受,是一种认知体验,具有主

观性与心理层面内涵。安全的需要包括对稳定性的渴望,对免受恐吓、焦虑和

混乱折磨的需要,以及对于秩序的偏好等。
从认知角度解构和重构现实,在很大程度上缘起于对实在论的怀疑。在

安全相关学科的研究中,这表现为认知心理学的发展。② 无论是认知相符、认
知失调等机制,当安全的威胁都可能受到客观事实与条件之外从知觉(percep-
tion)到认知(cognition)的干扰,出现破坏甚至违反理性的判断。③ 从个体到国

家层面,决策个体或群体在实践中均可能基于心理过程放大或忽视实际安全

威胁的强度与紧迫性,并引发不同的反应措施。
在主、客观两个层面上,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的安全状态都可保证一定程

度的安全,而两者的组合则带来多种安全状态,分别为:双重确保,即主客观衡

量的安全状态皆可满足;疏漏背离,即客观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甚至现实威胁,
但主观认知并未正视威胁;焦虑背离,即客观层面的安全条件基本满足,但主

观层面对于保障感的获取与维护缺乏信心。安全的确认需要在主客观层面上

至少存在一个是肯定的,否则,便会出现安全的双重缺失,而此时也会引发国

际与国内层面最为动荡的局面,同时也是政策变数最大的状态。此外,在主观

与客观之间很难进行相互独立的区隔。
主、客观两个层面的安全状态凸显了认识安全的复杂性。无论是双重确

保与缺失,还是焦虑或疏漏背离,四个状态之间又存在相互关联性,因为主观

与客观的安全状态往往是内生关联的。这种条件适合通过复杂自适应系统进

行进一步的认识,更加准确地理解总体安全作为系统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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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动态平衡认识论

基于复杂性的认识论范式反映了构成系统的各要素间关系。不同于机械

观和还原论,复杂系统视角突出两点:首先,系统各组元之间相互作用具有非

线性特征,例如,在因果关系中可存在非比例关系,“小因”可产生“大果”或确

知的因导致意想不到的结果;其次,复杂系统具有自组织特性,由于相互影响

的非线性和正反馈,系统在自组织过程中具有适应性和不可预测性。
这种不可预测性并不意味着在具体场景中,如国家安全或全球安全治理,

系统本身是不可管理和塑造的。恰恰相反,由于复杂系统是自适应的开放系

统,它在物理意义上远离了热力学均衡(equilibrium),而形成耗散(dissipative)
结构。① 这样的结构具有不稳定性,处在完全有序和完全无序之间的居间态,
通过自组织与演化适应环境扰动,并产生涌现效果。因此,自组织的复杂系统

能够自发演化出现非均衡的秩序,并非必然滑向失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
家安全学作为学科的出现,也是认知角度的自发自觉与政策角度正向干预与

治理的自组织,而其效果便是抑制国家与国际安全滑向失序的均衡态。而安

全的总体性则意味着不能还原为各个局部安全领域自身状态及其相互作用的

加总。
这种复杂自适应系统的特征也可以理解为循环因果(circular

 

causality),
即宏—微观反馈回路(macro-micro

 

feedback
 

loop)。系统的总体秩序由各组元

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产生,而各组元相互作用又受总体秩序影响。正如总体国

家安全由局部安全构成,而局部安全又受到总体国家安全的影响。
从无机物到有机体,从自然事物(如天气)到人为产生系统(如经济),从个

体系统(如人体)到复杂的社会系统,都具有非线性的特征,最终行为和过程结

果无法通过层级逐次向下的组元特性直接决定,组元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无法

线性预测,并非机械世界观可以回答的问题。安全战略与实践的形成,便由于

多行为体、多层因素、多维互动和信息不充分不对称等特征,具有高度的复杂

系统特征。个体间互动复杂、微小扰动的影响巨大、互动结果往往取决于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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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中的具体场景信息而非初始状态的线性推论。
线性视角依然能够解释许多现象,主要原因在于复杂结构中的因果传导

机制中,非线性项可能是微不足道的,无法对整体演进结果造成影响。此时,
线性机制便以非线性机制在相对简单情况下的一种近似得以被观察到,社会

领域同样充满系统过程。当表现出机械、还原性时,也可理解为非线性过程的

近似。
总体国家安全作为复杂自适应系统,与其他类似系统一样具有结构和过

程两种属性。结构属性表现为“静态复杂性”(static
 

complexity),包括系统内

的连接性、多样性、组元间互动的强度与水平,呈现出网络状。静态复杂性是

情境依存(context
 

dependent)的,因为在结构层面的宏微观差异可能非常大,
正如局部安全的需求与整体安全的要求可能是不同甚至相悖的。

其过程属性表现为“动态复杂性”(dynamic
 

complexity),包括行为复杂

性、因果过程、回馈机制、扰动与稳定、循环与时间尺度等问题。如果说结构

层面的静态复杂性更强调整体与组元的关系以及涌现特征,那么,过程层面

的动态复杂性则更侧重系统的自适应与演化。这一演化可能来自系统整体

的自适应,也可能是系统内独立个体、组元的自适应。① 基于复杂自适应系

统的结构与过程两方面特征,结合国家安全的系统属性,可以从几个维度对

安全系统进一步细化认识,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国家安全的整体性、交叉性与

融合性。
在结构层面,总体国家安全观与学科导向的安全体系建设需要突出不同

安全领域、因素和时空域的连接性、开放性与情境依存性。在过程层面,则需

要认识新安全格局的自适应性、非线性演化以及这一演化所具有的复杂因果

机制。
第一,在安全的结构连接性层面,总体安全的系统意涵表现在:时间、空间

的局部安全或部分领域安全之间的关联比各局部安全本身更加重要;局部领

域间网络需要以互通、合作来维持安全管理与治理的整体性;多元性显得格外

重要,需要接受不同局部领域协调、互动方式的差异性,局部与整体在政策、资
源协调方面的差异性。

第二,在安全的结构开放性方面,总体安全的系统性意味着:局部措施的

影响不仅局限于该时空域或安全领域,而会蔓延至其他局部甚至整体;局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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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行为、认知改变可对整体造成影响,而整体特征、事件与趋势又会影响局

部状态。
第三,在系统安全的情境依存方面:脱离具体场景的安全要求,即便在政

治上多么正确,都是没有意义的;对安全政策的改变不仅影响子系统即局部安

全领域实践,同时会改变安全的外部环境条件;安全政策与战略的调整需要首

先确保外部场景空间允许变革的出现,而不能简单依靠政治或行政手段推动。
在诸多安全场景中,这既是我党一直以来对杜绝简单粗暴和一刀切的要求,更
是习近平总书记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的要求。

第四,在安全的系统过程方面,自适应性意味着:政策计划与策略设计需

要避免刻板与缺乏变通的倾向,需要在局部之间、局部与整体之间相互作用的

过程中允许重复学习与参与式的合作过程;需要接受不同安全政策与领域间

存在的共时过程,保持制度与政策设计的连通性与韧性。
第五,安全的非线性过程意味着:政策过程需要考虑不同时空尺度的反馈

机制,从而确定系统演进、政策效能的阙值;在非线性政策过程中确定多安全

领域相互交织的反馈回路如何影响系统韧性。
第六,安全过程基于涌现性的复杂因果意味着:安全政策与结果之间并不

能必然通过线性因果预估进行判断,需对安全领域间的互动关系给予足够关

切;需要接受安全系统本质上的不确定性,避免试图通过技术、政策等手段实

现绝对可控,高水平安全是可持续的动态演化过程。
复杂自适应系统能够通过有序、连贯的时空结构来适应连续的环境干扰,

而不必然需要外部干预。仅仅基于其组成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复杂自适应

系统能够产生涌现的非线性结果。这一认识是复杂理论各流派的共识,包括

耗散结构理论(Dissipative
 

Structures
 

Theory)、圣塔菲学派(The
 

Santa
 

Fè
 

School)与自创生系统理论(Autopoietic
 

Systems
 

Theory)。
因此,在远离均衡和避免熵增失序的自适应系统中,安全政策的制定与

规划不应过分强调绝对安全和控制,而应在充分承认局部差异和理解其互

动的基础上,实现局部安全与总体安全之间的动态平衡。这种动态平衡不

是绝对安全的简单对立面即相对安全,因为相对安全仍然可能是一种静态

状态。动态平衡的安全首先是安全系统自然演进的结果,次之才是政策塑

造与干预的体现。必要的正向干预有助于对冲失序风险,而过度干预则会

破坏安全系统的总体性和统筹性,有悖于新安全格局对风险防范和体系韧

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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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演化方法论

在牛顿—拉普拉斯(Laplace)以力学为一切运动本质为基础的世界观助产

了启蒙时代之后,社会研究也采信并应用了线性、可还原的世界观。社会系统

的种种愿景均基于一个基本假定,即政策结果完全可预测,能够根据公共利益

的某种定义进行操控。20世纪20年代,科学化公共行政的诞生便是这种世界

观在现代公共政策实践与研究中的直接体现,强调机制化和理性管理基础上

的公共政策其结果是完全可预测的。① 与此类似,其后的凯恩斯经济学认为通

过政治干预的宏观经济管理是可行且更优的。而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斯

金纳行为主义也是这种世界观的体现。②

这之后,科学家逐渐意识到线性观点的局限性。由于现代计算能力的发

展,在其后的几十年,科学家已经能够挑战线性决定论三个世纪的统治地位。
取代线性主义、决定论和可预测性的,是一个充满不可预测和不确定性的复杂

系统世界。今天,不仅是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承认这是自然界的现实状态,社
会科学学者也通过在诸如选举行为等现象中应用非线性动力学发现了社会现

象的复杂系统属性。③

宏观社会作为自适应复杂系统具有耗散性。④ 与生物和生态系统一样,社
会系统作为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在从无序到有序的演化中处在混沌边缘,
热力学第二定律所描述的熵增在这种系统中不会必然引向系统失序,但同时

系统也并非锁死在超稳态,而是秩序与失序同时存在的状态。⑤ 这样的结果,
是在社会系统的演化过程中产生更大的复杂性。非线性、自组织、涌现性和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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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等概念,在社会研究的场景之下,赋予系统与环境、能动者间、能动者与结

构间等关系新的涵义。①
 

对于这种结构与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研究界与政策界在成规模使用系统

方法之前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但是近30年方法的进步为研究这种结构与

过程提供了可能。第一轮方法的进步是主观概率(subjective
 

probabilities)的
引入。② 第二轮方法的进步是大量借助包括分析模型、非线性动态系统模型、
基于能动者模型(agent-based

 

model,ABM 模型)、③元胞自动机(cellular
 

au-
tomata)、突变(catastrophe)理论、分形几何(fractal

 

geometry)、遗传算法(ge-
netic

 

algorithm)、神经网络(neural
 

network)、无尺度网络动力学(scale-free
 

network
 

dynamics)、自组织临界性(self-organized
 

criticality)和协同学(syner-
getics)等路径或方法。④ 传统的统计等数学方法难以处理非线性、多样性和演

化等现象,而通过这些新方法,系统内部的微观机理得到了更清晰的描绘,进
而宏观层面的演进也能得到更好的解释。⑤

这些方法的效用要求实现多元方法的综合,也正对应了如总体国家安全

观对统筹安全领域的要求。钱学森曾从方法角度提出“综合集成”观点,即结

合科学理论、经验知识、专家判断与数据计算,形成一种综合定量与定性的方

法。其后有观点将其称之为“综合集成”理论,这是不正确的,钱学森所强调的

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理解新安全格局时无需也无法照搬这些领域的做法,但
通过“综合集成”的思路进行“开放复杂巨系统”研究,在诸多方面对交叉、复
合、融合和应用导向的安全学学理构建有启发与实践意义。

由于安全学的实践性强,需要在传统方法路径如统计方法聚焦的相关性

等问题之外,寻找更好的因果支撑,需要更好地理解系统本身及其运作方式、
设计对系统进行干预的政策体系、规划并实施相应行动方案。通过前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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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学者在传统个体同质性和群体为个体加总的方法之外建立了新的社会科

学“实验室”,通过模拟的方法对各个安全领域的核心与重大问题,如贸易、疫
情、移民、冲突等,进行研究。①

相比以个体主义为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源头的传统西方社会研究,系
统方法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差异化个体能动者互动所带来的影响,特别是自组

织、自适应过程中网络化结构的演变。包括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等

各个领域的研究,都在系统方法的使用基础上进一步准确还原了社会系统的

不可还原性。这种方法路径不再以寻找均衡为根本目的。
例如,反恐领域的研究在学术和政策两个层面均通过复杂自适应系统的

视角得到进一步的推动。② 具体而言,不同研究包括通过统计模型进行预测,
并对时间序列数据中探寻特征形态、通过战略管理视角以及网络模型进行讨

论。③
 

目前,相关研究正在基于复杂系统路径本身向更深入的定性诠释发展,如
对于相关行为体的认知过程。这不仅有助于继续推动反恐研究,也将推动理

解应用复杂系统数学模型的安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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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述方法中,得到较为普遍应用与发展较为成熟的方法为“基于能动者

模型”。在这种方法中,在复杂系统中互动的个体与群体能动者被以人工能动

者(artificial
 

agent)表示,并通过预设规则行动。能动者的行为可以出现演化

并对环境的改变进行自适应。这种模型与常见的基于理性行为假设建模(如
博弈论建模)不同,它不对能动者的行动进行演绎推理。与此相反,此处的模

拟对行为体的行为是不进行一般化描述或预测的。
不同于传统建模的均衡分析,“基于能动者模型”允许对更加复杂社会场

景进行建模,能够对复杂系统的非确定性与涌现性进行呈现,即多次推演可能

得到不同结果,而非确定性的预测。在这种模型中,能动者的理性水平更加接

近现实中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基于能动者模型”是一种自下

而上的建模,每一个能动者的行为都被分别设定,相互之间可能存在非常大的

差别。这些能动者的演化与自我学习行为可通过多种技术进行模拟,如遗传

算法。①

这种模型的应用范围很广并催生了大量的新知与不同学科与领域的重要

发展。如国际关系与战略学学者所熟悉的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
其诺贝尔奖成就便是基于“基于能动者模型”对种族隔离形成的研究,即个体

层面不存在任何种族隔离倾向或偏好的基础上,复杂互动所带来的却是体系

性、结构性的种族隔离结果。② 类似的研究在社会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政治安

全等领域仍然有重大参考意义。
由于对计算量要求很高,“基于能动者模型”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应用

受到限制,但目前这一问题已不存在。不过这种方法依然有其突出的局限性。
例如,基于“基于能动者模型”设计和假设,能动者有时会表现得很“蠢”,有限

理性下的行为甚至可能显得完全不够理性。此外,对“基于能动者模型”结果

的检测非常难,这是由复杂系统演化本身的“非确定性”所决定的。此外,对于

模型结果的功能,在理论方法与政策实践之间,需要抹平模型和实操之间关于

解释与预测的认识差别。例如,在机器与数据的世界里,“解释”是指模型计算

与数据吻合的能力,如果模型的计算结果与新数据也能够实现拟合,那么便称

其具有“预测”力。
对于包括安全在内的政策场景,解释力是指提供能够被理解并实践的关

于不同政策因素的因果关系,而预测力则表示模型及基于它的政策框架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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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我们预判未来的情况,包括政策干预使当前情况发生改变之后。① 在国际

政治相关研究中,早期引入复杂系统原则的一批研究便使用了包括“基于能动

者模型”在内的系统方法。这些研究对合作演化、军事冲突、政体与国家互动

方式、长期敌对国家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研究。②

通过复杂自适应系统的路径,基于“基于能动者模型”和其他研究方法已

在与国家安全整体性视角紧密相关的诸多领域得到较为成熟的应用。这些研

究很好地呈现了独立行为体、能动者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差异与关系,凸显了系

统在即便是简单重复的个体互动基础上依然表现出的涌现性特征、不可还原

性以及难以准确预料的性质。
在从自发走向自觉的系统性安全研究中,善用、巧用相关具体研究方法,

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于统筹的重视与强调。只有做好

统筹工作,才能够将个体行为体、单一领域与总体安全环境态势的关系理顺,
才能够更合理地把握政策平衡,更有效地统筹分配资源,更有机地应对并驱动

总体安全的维护与塑造。

四、
 

系统视角下的国家安全学理与学科

国家安全学和国家安全学理构建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对传统安全领域之间

的真空进行填补,有着鲜明的问题导向属性和天然的系统要求。从自发到自

觉,系统视角为国家安全的学理建构提供了一种可能方案。这一方案依托于

较为成熟的系统理论研究和相关学科实践,更可为总体国家安全学理阐释中

存在的挑战提供应对思路。
在陷于安全领域讨论的机械论和还原论问题上,系统论能够更加有效地

回应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于总体性和统筹的要求。通过系统论的本体论定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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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论、方法论的应用上,凸显总体性与统筹这两个关键,有助于做好底层理

论的搭建工作,确保政治和政策上避免跑偏,学理上实现自洽。
此外,学理构建与学科建设是一体化工程,而系统视角有助于在学理探讨

的基础上推动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以学科动力、学科内涵和学科边界三个

维度而言,国际安全的系统视角为承载新学科的建设提供了一种可能。
在学科动力方面,传统学科一般具有专属限定的研究领域,而国家安全学

则不同。安全本身在学科角度而言更像是一种维度,渗透到不同传统学科中,
而又不替代传统领域。因此,和一些传统学科不同,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动力是

兼有价值导向、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国家安全学具有明确的政治导向属

性,并在这一导向基础上实现打通不同传统领域的安全维度要求,强调总体性

和系统的统筹。国家安全学的问题导向要求对安全风险的辨识、归类和归因,
对路径、技术与方法的归纳、比较和应用,克服传统领域机械组合下应对风险

韧性的不足。而这些都指向明确的目标导向,即更好地在系统层面实现、维护

和塑造安全。由于这三个导向,总体性和系统性的体现在规划和搭建过程中

是先于局部科研和教学转向的。
在学科内涵方面,国家安全学的思想内涵是清晰而有力的,那便是总体国

家安全观的指导。与此相对照的是,核心理论体系和知识图谱尚处在探索阶

段,这也是学科建设的难点和突破点所在。回归本源上关于总体性的要求,依
托具体安全领域却又突破机械的领域区隔、加强多元方法的系统集成与融合、
形成统一而开放的学理内核,是目前学科建设过程中对学科内涵摸索建构的

基本要求,也是系统视角的发力方向。避免机械堆砌和新瓶装旧酒,是国际安

全学形成自身学科内涵的必然要求。
在学科边界方面,国家安全学本身也是一个系统,而这个系统很可能是

“有限无界”的。有限既是指安全本身的非绝对性,也是安全作为学科的有限

性。作为一种维度,新学科强调的是对传统领域在安全风险防控和可持续发

展方面的保障,并非将传统学科或议题统统安全化。无限扩大安全的范畴或

学科地位,既无必要也可能产生对安全学科的负资产。安全作为维度可以跨

域领域,但安全学科作为系统不可过载。无界是指国家安全学对既有学科藩

篱的突破,是作为系统其内外环境场景中的因素互动,是系统视角下这一学科

的开放性,也是基于传统学科的成长和创新性体现。安全连通而非替代传统

领域,填补真空地带,具有开放、成长和创新性。内涵与边界之间存在辩证统

一的关系。无限扩张的内涵必然挤压边界的空间,而边界的延展又会导致内

涵的稀释。安全可以是无处不在的,但安全不可过载。这是安全和安全学作

为系统良好运转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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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学的理论建构与学科建设是一体、统一的。与理论方面存在的

情况类似,在学科指向方面,目前国家安全研究的学科定位、标准、方法乃至人

才培养途径等问题均尚不明确。这与学理体系搭建和学科建设处在初级阶段

有一定关系,也与前述理论建构过程中所存在的挑战和问题有关。系统视角

下的探讨或可成为一种理论与学科搭建所需深入、精细与体系化的支撑方案。

结  语

“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安全实践与研究的未来指明方向,同时也为相关学

科发展、学理构建提出更加复杂、综合与集成的思想与理论要求。构建新安全

格局意涵下的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需要在当前学理阐释基础上完成从自发

向自觉的复杂系统转向,需要强调整体、复合、融合的研究路径,这既是借鉴国

外相关学科发展的经验使然,更是我国自身安全环境与目标的要求。
面对安全内涵的深入、外延的扩展,系统视角能够提供不同领域多维、多

元、多尺度异构问题的集成可能。这样不仅可以更好地厘清领域间底层关系

逻辑,也有助于更好地辅助运筹与决策,避免新议题领域出现而带来的资源协

调、政策叠床架屋和效率损耗问题,增强整体性的安全统筹协调。
复杂系统视角基础上的安全学理构建,有助于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

的层面兼顾总体安全的宏观体系化与微观精细化,突破现有学理框架处理高

维度集成安全问题时的短板。有助于提高总体国家安全框架的迭代能力与扩

展性,在中长期安全议题的演变过程中,基于领域、事态、实现等方面的发展与

改变,将学理基础性研究和政策体系迭代更好地结合。
新安全格局下的任何安全都不再仅仅是状态,同时也是一种过程。在远

离均衡和避免熵增失序的自适应系统中,安全政策的制定与规划应在充分承

认和理解不同组元特征与互动方式的基础上,实现局部安全与总体安全之间

的动态平衡。复杂自适应视角及其实践有助于人们在对多安全域和主客观安

全认知方面取得更好的平衡,避免安全干预的缺失与过度安全化倾向两种极

端情况。动态平衡是安全系统自然演进的趋势,也是政策介入与学理塑造的

结果,在这一开放系统中,无论是学理阐释还是政策响应都应避免对绝对安全

和绝对控制的追求,保持足够的弹性、韧性与适应性,这也是总体国家安全观

在国家安全研究乃至社会科学哲学层面的深远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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